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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治村: 机制与绩效研究
*

欧阳静

［提 要］近年来，我国中部各省农村出现一种十分普遍的趋势和现象，即村干部的商人化与富人

化。文章通过富人治村的兴起机制及其治理绩效的调查研究，发现后税费时代的资源下乡政策和乡镇

治理能力的衰弱共同推动了中部农村富人村治的兴起。富人治村与传统乡绅的“简约治理”绩效不

同，富人村干部很少积极主动地回应村庄内部公共服务需求。基于此，国家应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建

设，注重对富人村干部进行培养和积极引导，使富人村干部成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一支积极的、

富有建设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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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富人治村兴起的机制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结构，富人治村日益引发媒体和学界的关注①。但当前对富人治村的讨
论一般聚焦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村庄，主要讨论富人治村与选举、村民自治制度②和乡村社会民主
化进程的关联性③④，较少关注中部农村富人治村现象。事实上，富人治村的现象并非仅仅出现
在商业化、工业化的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普遍存在于农业型地区的中西部农村，只是由于这些村
干部的富有程度不及发达地区，而不易引起外人关注。

虽然在欠发达的中部地区，村干部的富裕程度远不及经济发达地区的村干部，但大部分也是

当地“响当当的人物”。以笔者长期跟踪回访的桔镇⑤为例，在该镇的 22 名主要村干部 ( 即村支
书和村主任) 中，仅有 3 位年龄偏大的村干部以务农为第二职业，其他人均是当地有名的 “小
老板”，有六名村干部拥有小轿车。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承包或自己开设榨油厂、碾米厂、养猪厂
和木材加工厂; 投资小水电站开发，或承包水库成为养殖大户，承包山场成为种植大户，或在镇

上开饭馆; 垄断镇集市的牛肉、猪肉生意; 自己开货车做运输生意，卖保险等。此外，2005 年

791

* 本文系江西财经大学校级课题“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镇运作逻辑与机制”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业
税取消后的农村制度创新与农村治理研究” ( 项目号 09XZZ001) 的阶段性成果。



新上任的村支书均是当地的 “经济能人”、村庄首富，是桔镇特意吸收进村干部队伍的人。表 1

中列出了桔镇村干部第二职业的构成状况。
表 1 村干部第二职业构成及其所占人数，以桔镇为例
职业类型 所占人数( 总人数为 22)
各类养殖场老板 4 人

水、沙石、山、林木等资源的开发者或承包者 6 人
某饭店或商店老板 2 人
从事运输生意 2 人

从事农副产品或生产资料生意 3 人
保险公司业务员 2 人
务农 3 人

基于浙江奉化的调查，贺雪峰等人从经济社会分化和村庄治理的角度讨论了富人治理兴起的

机制和治理现状，认为富人治村不仅难以达到先富带动后富的目标，而且可能固化现有的经济和社

会分层，进而引发严重的村庄政治排斥，不利于基层民主建设⑥⑦。然而，富人治村不仅是经济社会
分化引发的客观现象，同时也是农村宏观政策变化和基层政府主观选择的结果，这一逻辑在中部农

村犹为明显。
( 一) 资源下乡:富人治村兴起

事实上，吸引经济能人、致富能手为村干部是 1990 年代以来中央基层党建工作的基本思路，目
的是通过把经济能人、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干部，带领群众发家致富，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共同富
裕的目标。该党建思路在操作层面具体为“双培双带”，即把致富能手培养为党员，把致富能手中
的党员培养为管理人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⑧。但“双培”的效果在税费时代并不明显，因为
繁重的税费征收任务使一些有致富头脑的能人不愿意出任既费时费力、又讨群众嫌的村干部职位。

从我们在中部农村调查的情况看，在 2005 年农业税费改革后的第一次村级换届选举中，村级
组织中的富人开始涌现。这是因为农业税费的取消将村干部从繁重的税费征收任务中解脱出来。

用乡镇干部的话说，在后税费时代，村干部是一门“清闲”的职业，有充足的时间从事自己的第二职业。

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税费的取消使农村从之前的“资源汲取”进入到“资源下乡”的工业反哺农
业的后税费时代。随着粮食补贴、农机补贴、家电补贴、以及产业项目、农林水发展补贴等各种惠农
资源的纷纷下乡，那些有生意头脑的乡村富人和能人善于发现和把握国家资源下乡政策中的各类

商机。而村干部的体制身份更便于掌握各类政策信息，也更有利于获得各类优惠政策和资源，由此
激发了乡村能人竞争村干部职位的积极性。

以我们在安徽调查的 H镇为例，该镇最富有的一名村支书 2004 年前在沿海务工，2004 年回家
办了一家小型养猪厂，2005 年当选为村支书，之后他的养猪厂扩大了三倍。由于村支书的身份，他
可以优先享受母猪、饲料等补贴，乡镇默许其在厂房建设时占地。为了迎合“一村一品、一乡一业”

的产业发展政策，乡镇将其养猪厂纳入乡镇挂牌的合作社，从而享受相关资源，进而成为当地的明

星企业。他个人也先后成为全市十佳村支书，全市十佳创业青年，市、县人大代表……总之，商人与
村干部的双重身份，可以不断地产生政治与经济的叠加效应，从而激发了富人出任村干部的积极性。
( 二) 乡镇治理能力衰弱

乡镇治理能力的衰弱是中部农村富人治村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乡镇治理能力的衰弱首先
表现在乡镇财政资源的匮乏。无论是税改前还是税改后，乡镇财政资源匮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比如，通过对乡镇财政状况的调查，周飞舟认为，“税改后乡镇财政困难的格局不但没有改观，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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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严重了”，他甚至用“空壳化”来形容税改后乡镇财政资源匮乏的程度⑨。我们在中部各省的调
查也发现，“自收自支”是乡镇财政的显著特征。如果说在取消农业税之前，乡镇还存在一些可供
预算决算的实质性内容，那么取消农业税之后，乡镇几乎没有预算和决算的内容。事实上，自 2005

年以来，由于财政收入的不稳定性，中部农业地区的大部分乡镇财政所不再对财政收支进行财政预

决算，主要承担有关资金的出纳、保管、会计等事务，乡镇干部因此将财政所称为“财务所”⑩。

与财政资源匮乏相关联的是乡镇“基础性权力弱小”瑏瑡，即乡镇缺乏执行经济政策、提供社会服
务和维持公共秩序的常规化、制度化能力。正因为如此，在乡镇政府的行政和治理中，才会有“正
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瑏瑢，以及“擂”、“媒”、“示蛮”、“怀柔”、“庄里公家人”等各类非正式的权力技
术与策略瑏瑣瑏瑤。对于乡镇权力的这种状况，赵树凯用“虚弱的乡镇权力”来加以形容: “作为一级政
权，乡镇政府的权力体系是残缺而虚弱的。内部单位的人事管理缺乏自主，垂直单位的存在则基本
上掏空了乡镇政府职能的实质内容。在这种条件下，上层又赋予乡镇以极其沉重的使命。于是。

乡镇政府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许多不规范行为由此而生。”瑏瑥税改后，乡镇基础性权力被进一步削
弱，为此，饶静、叶敬宗用“政权依附者”来概括乡镇治理能力衰弱之后特性，以说明税费改革和乡镇
机构改革后的乡镇政权因缺乏实质性的财权、人事权和事务权，从而高度依附于上级政权组织瑏瑦。

显然，在治理能力衰弱的情况下，为了获取更多自上而下的财政资源和权力，乡镇不得不高度

依赖于上级政权组织，但这只是乡镇应对其治理能力衰弱的方式之一。事实上，具有丰富资源的富
人也是乡镇所依赖的对象。正如周飞舟在考察乡镇财政运转的情况时所发现的那样，税改后“基
层政权运作的基础正在发生悄悄的改变，民间的富人和富裕阶层正越来越成为乡村两级组织所依

赖的对象”瑏瑧。

乡镇依赖富人实现基本运作的主要方式是将其吸收为村干部。我们在河北、安徽、湖北、江西、

山东调查时，就“乡镇最理想的村干部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这一问题访问各镇镇干部时，大部分镇
干部的回答是“经济能人”。瞭望新闻周刊的记者在甘肃省庆阳市就类似问题访谈乡镇领导时，得
到的回答相似:“近几年的实践证明，应多选择经济实力型的人担任村干部。经济实力型的村干部
有经济头脑，有市场信息，融资能力强，搞项目内行。”瑏瑨在桔镇调查时，笔者也就这一问题访谈过一
些镇党委书记、镇长以及一些曾经担任过党委书记或镇长的县干部，几乎所有接受访谈的县乡干部
都认为，最理想的村干部是那些能“‘通吃’黑白两道”的人。

在县乡干部的语境中，“‘通吃’黑白两道”是指那些既与体制内的官员关系密切，又结交社会
上“三教九流”的朋友。能“‘通吃’黑白两道”的村干部由于拥有广泛的关系网络、丰富的社会资
源而具有处理各类问题的能力与资源，用乡村干部的话说，即是“什么事都能摆平”。因此，“‘通
吃’黑白两道”的村干部就意味着乡镇在治理村庄时拥有丰富的运作资源和多样的运作手段。当
乡镇遭遇工作上的阻力时，这类村干部能调动其丰富的资源，运用各种“摆平术”使乡镇高效率地
完成任务、应付检查或摆平各类问题与矛盾。

虽然黑白两道相通的村干部只是乡镇所预想的“理想类型”，但依据乡镇干部的描述，活跃于
当地社会的商人、富人村干部最接近乡镇的“理想类型”。他们具有较为丰富的财力资源和广泛的社
会网络，能轻易地落实下达至村庄的各类行政和治理性任务，备受乡镇青睐。正如桔镇镇长所说:

乡镇比较喜欢做点生意的人担任村干部，由于他们要与各种人打交道，社会资源广

泛，一般能黑白两道相通，许多事情无需乡镇出力就可以推动。比如，对于新农村建设工
作，那些有钱的村支书就推动得快，他们有能力自己先垫资建设，有的村干部则自己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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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建设工程承包下来。他们也有办法对付上访的钉子户，对于乡镇而言，无论他用什么
方法，只要能把工作做成，就是好干部。其次，吸收商人做村干部，不仅对乡镇有利，对他
们自己更有利。现在不用收税费了，硬性的工作任务也不多，做干部不仅无需费太多的时
间，许多做生意的人因此愿意做村干部，他们为的不是那点工资，而是那些因村干部身份

而带来的各类有形与无形的收益，比如社会关系网的拓展，相关政策和投资项目的掌握等

等，这些都易于壮大他们自己的生意。瑏瑩

乡镇对“最理想村干部”的选择其实反映出了乡镇对“有能力、有治理资源”之村干部的需求。

在乡镇治理的实践中，由于治理资源匮乏，乡镇通过将富人培养成村干部，使之成为乡镇运作中可

供依赖和调控的稳定力量，而富人也乐意成为受乡镇管理的干部，享受其中的体制性待遇。暂且不
论培养为村干部的商人、能人是否发挥了带领群众一起致富的作用。对于乡镇而言，富人村干部具
有其他村干部所不具备的行政和治理资源，能“摆平”其他村干部甚至乡镇也无法“摆平”的事情;

另一方面，对于能人而言，成为村干部能获得常人难以获得的资源。于是，乡镇与村干部之间彼此
依赖，共同推进了富人治村的兴起。

二、富人治村的治理绩效

在黄宗智看来，传统士绅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是一种“简约治理”。具体而言，简约治理是
一种低成本、低负担、高效率的治理方式，即基层政权组织尽可能地依靠那些无需支付薪水的绅士
或非正式官员，来实现基层政权组织的税费征收、纠纷调解和公共事业建设等各类治理和行政目
标，从而使基层政权组织无需太多的投入，就可以达到良好的治理和行政效果。显然，在简约治理
的模式中，较为富有的士绅构成了简约治理的基础。换言之，正是由于士绅承担着对村庄公共事业
建设和秩序的维持，才得以使国家的基层政权组织保持“简约”，实现“低投入、低负担，且高效率”

的治理绩效瑐瑠。根据费孝通瑐瑡、张仲礼瑐瑢、瞿同祖瑐瑣等人对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状况的描述，传统士绅
一方面宣传与维护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并以此实现对村民的教化;另一方面又是地方性规范的维

护者和执行者，以及公共事业的主持者，维持村庄在伦理规范、日常生活和生产等方面的秩序。正
是由于这种士绅治理的模式，才使国家权力的触角只伸到县一级，形成“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
格局瑐瑤。

基于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富人在竞选村干部职位时打出“当选后不要报酬”、“兴办公益事
业”、“以个人资产抵押发展村集体经济”等竞选承诺，有人将当选的富人村干部概括为“新乡绅”，

认为他们扮演了类似于中国传统乡绅角色，承担着类似于传统乡绅的村庄治理功能瑐瑥。然而，与饱
读诗书的传统乡绅不同，当前的富人村干部的首要身份是“商人”，他们一般有自己的产业或公司。

在国家资金缺位或缺乏的情况下，他们有能力以“垫资”的方式，事先调动自己的资金投入到村庄
建设或基层政府所需的建设项目中，但这些建设大部分是按照商业化、市场化的规则与逻辑运作，

很少是“无私奉献”。即使是具有公益性的“捐资”，以及在竞选时的各种“兴办公益”的承诺，也主
要为了在竞选中获胜或寻求连任瑐瑦。此外，即使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富人积极竞选村干部，很大一
部分动机是村庄拥有可经营的资源瑐瑧。

其次，与传统乡绅治村不同，当前富人治村的逻辑仍然是一种行政逻辑，而非基于村民自治制

度的自治逻辑。也就是说，富人治村的主要目标是协助乡镇完成诸如招商引资、计划生育、维护社
会稳定、新农村建设等各类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极少会积极主动地回应乡村社会自身的治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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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事实上，除完成上级下达的行政任务外，富人村干部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自己的第二职业，

并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不在村村干部”，在镇上或县城拥有住所，其行动的场域主要在镇上或县
城，与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生产联系较少，也正因此，税改后基层政权被形容为“悬浮型政权”瑐瑨。

更为重要的是，与传统乡绅治村相比，目前的富人村干部在治村过程过于讲究效益和效率，而

忽视了村治中的其他面向，比如村民关于生存道义、仁爱、公平和平等的逻辑，从而严重影响了村治
绩效，甚至导致农民因“气”上访。比如一些关于富人治村下的农民上访研究表明，由于富人在村
庄具体治理中通常采用‘用钱消灾’的方式，而忽略了金钱之外的面向———穷人要的还有尊严，他
们期望的是一种平视的眼光，或者穷人认为他们应当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加之富人村干部在村治中

的‘专断式’民主，及其强硬的态度、做法和道德优越感，容易伤及村民的尊严感，从而导致“气”的
积累，最终引发缘于“出气”的上访事件瑐瑩。

正是由于当前的乡村社会缺乏类似于传统士绅的治理主体，或者说由于富人治村未能发挥类

似于传统士绅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巨变中的乡村社会因此正呈现出社会关联降低、村庄认同下
降、公共权威衰退、乡村混混势力正在趁乱而起的‘结构混乱’状态瑑瑠。乡村社会缺乏维护日常秩序
的内部机制和治理结构，乡村治理需求难以得到关注与满足。在此背景下，直面乡村社会的乡镇政
权组织成为维护乡村秩序、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的唯一主体。然而，在资源与权力匮乏的双重困境
下，乡镇只能集中一切力量应对压力型体制中的目标，频于应付各类辅以“一票否决”的“中心工
作”，而无暇对乡村社会进行日常性治理，只能进行“出了问题才进行治理”的“事件性治理”，呈现
出“维控型政权“的特性瑑瑡。

三、结 语

显然，富人村治于乡村治理而言，并没有发挥类似于传统乡绅治村的治理效能。富人村干部也
没有像传统乡绅那样，在乡村公共品供给和伦理秩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是过于注重个人财富的

增长和村庄经济效率。从这一意义上说，基层政府应该重视对农村干部的培养和积极引导，使富人
群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类似于传统乡绅的功能与影响力。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任何一种类型的
国家总会有意识地通过干部培养来贯彻其意愿”，“传统乡绅就是通过科举制接受了国家的培养，

知书达理，因此能在维护地方秩序、教化乡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而使基层政权组织得
以实现简约治理瑑瑢。

此外，富人治理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险”多于“美”瑑瑣。这是因为民主选举只是村民自
治制度的内容之一，与此相关的还有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相对于穷人而言，富人更容易
通过选举获得竞选的职位，这也几乎是那些实施选举制度国家的经验事实。但自村民自治实施以
来，多数人认为只要把选举程序做好了，选民自然会选出他们心中的当家人。富人治村的治理绩效
表明，只有选举而缺乏相应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富人村干部难以成为基层民主政治
发展中的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力量。基此于，基层民主建设不仅要重视选举的公正与规范，更要重
视管理、决策和监督方面的民主性，进而发挥富人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村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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